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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教育与劳动者离职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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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过度教育与离职率高涨这两个看似矛盾的现象为何会并存发生，解答这一问题

对提升劳动者就业质量和企业管理绩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理论分析过度教育影响劳动者

离职倾向内在机制的基础上，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年微观调查数据为研究样本，

运用有序Probit模型研究了过度教育对劳动者离职倾向的影响，并对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检

验。研究结果表明，过度教育显著增加劳动者的离职倾向，且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以及一

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过度教育会通过降低工作满意度和工作安全

感来增加劳动者的离职倾向。进一步分析表明，过度教育未增加劳动者的在职培训机会和外部

雇佣机会感知，其在劳动者职业发展中更可能是绊脚石而不是垫脚石。本文深化拓展了过度教

育影响劳动者离职倾向的理论阐述机制，并为无边界职业生涯背景下的劳动者就业和企业人

力资源管理提供了思考方向和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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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在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转型以及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双转型”
背景下，中国过去以长期雇佣和统分统配为主要特点的传统雇佣模式逐步被强调就业能力和

无边界职业生涯的新型雇佣关系取代。然而，雇佣关系外部化在降低组织管理成本和提高市场

竞争弹性的同时，也削弱了劳动者与组织之间的依恋关系，导致劳动者主动离职率高涨，就业

不稳定性问题不断加剧。根据前程无忧发布的《2022离职与薪酬调研报告》，中国劳动者离职

率自2013年开始连续多年呈上升趋势，2016年劳动者平均离职率达到20.1%，截至2019年3月，

2018年应届生平均离职率达到24.6%①。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影响，近些年劳动者整体离职率

虽有所降低，但2021年依然高达18.8%②。新生代劳动者初次就职的平均在职时间更短，95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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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工作7个月就会选择离职①。与此同时，随着教育规模的持续扩张和教育质量的不断提升，就

业“内卷化”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大量劳动者迫于总量性压力向下就业，类似“茅台211女生踩

曲”②和“研究生应聘流水线工人”③等过度教育现象愈发普遍。这两个看似矛盾的现象为何会

同时发生？过度教育与高离职率或离职倾向之间是否存在内在联系？这些问题目前尚未得到系

统性的研究和解答。

离职通常指员工与组织终止在其中谋求物质收益和精神支持等交换关系并退出组织的过

程，包括主动离职和被动离职。主动离职是员工主动提出离职申请，经与组织协商一致离开组

织的行为。被动离职包括裁员、辞退、解雇和开除，是组织主动提出终止双方劳资关系的行为。

已有研究发现，员工被动离职与主动离职对企业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别，被动离职有利于企业优

化人力资源配置，激励其他员工努力工作，提升企业经营绩效；主动离职则会造成组织人才损

失和成本增加，且影响员工士气，不利于企业长久稳定发展（宋皓杰和程延园，2021）。离职倾向

是劳动者内心产生的一种离开现有组织，寻找其他工作机会倾向的综合态度或表现（Miller，
1979），也是劳动者在可能发生离职行为前对离职问题所进行评估衡量的过程。其虽不等同于

离职行为，但作为一系列撤退认知的最后一个阶段，可直接引导真正的离职行为，预测主动离

职行为的发生（Tett和Meyer，1993）。因此，离职倾向是研究离职问题的一个有效工具，在研究

主动离职行为存在困难时，将离职倾向作为离职的替代变量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学术界对劳动者离职倾向的影响因素做了较多研究，但多数研究主要关注劳动者

个人因素和工作因素，如教育、工作经验、婚姻状况等人口统计学变量以及工作满意度、合同性

质等工作特征变量对离职倾向的独立影响（Chowdhury，2015；Hur和Bae，2021），个人与工作的

匹配质量，特别是过度教育是否影响劳动者的离职倾向则较少被探讨，相关的理论机制分析与

实证检验也鲜有涉及。基于中国情境剖析过度教育与离职倾向之间关系的研究更是匮乏，已有

研究中刘明艳（2016）对二者关系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工作满意度在过度教育影响劳动者离

职倾向中的中介作用，但该研究的对象仅为高校毕业生，且抽样方法的科学性有待提升，研究

结论是否具有普适性和稳健性也有待商榷。作为个人—工作不匹配的重要表现形式，过度教育

对中国劳动者的离职倾向是否具有显著影响？若是，影响机制是什么？在劳动者职业发展中，过

度教育究竟是绊脚石还是垫脚石？这些问题的探讨对于全面理解过度教育的就业效果，从匹配

视角丰富和拓展劳动者离职理论，以及在管理实践中预防和减少员工主动离职具有理论和现

实意义。

本文以相同教育水平下的过度教育为切入点，在理论分析过度教育对劳动者离职倾向的

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的基础上，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年微观调查数据为研究样

本，采用有序Probit模型对理论预期进行实证检验。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体现

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构建了过度教育影响离职倾向的理论分析框架，从理论上系统阐述了过

度教育影响离职倾向的内在机制，并探讨工作满意度和工作安全感在过度教育影响离职倾向

中的中介作用。二是利用中国劳动力市场数据对过度教育与离职倾向的关系进行了本土化检

验，丰富了过度教育影响离职倾向的文献和经验证据。三是从在职培训和外部雇佣机会感知角

度检验了过度教育在劳动者职业发展中的绊脚石作用抑或垫脚石作用，从多个角度打开了过

度教育与离职倾向之间关系的“黑箱”。
本文余下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和研究假说；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主要介

①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247249992_777006。
②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452332813_120993984。
③腾讯网：https://new.qq.com/rain/a/20210716A01D5V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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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数据来源、变量定义和模型；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与稳健性检验；第五部分为进一步分析；最

后为主要结论和对策启示。

二、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说

（一）文献综述

“过度教育”一词在不同学科中有不同含义。经济学中的过度教育是教育适配和教育不足

的一个相对概念，其发源于西方，可从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进行定义。宏观维度的过度教育通

常指教育系统培养的劳动力和专门人才在总量和水平结构上超过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

（顾明远，1989），即就社会整体而言，教育供给超过社会需求即为过度教育。以教育适配为参

照，微观维度的过度教育通常指劳动者实际受教育水平超过工作所需受教育水平的不匹配状

态，反之则为教育不足（Duncan和Hoffman，1981）。基于微观视角的研究通常将过度教育和教

育不足统称为垂直型教育错配，与之对应，水平型教育错配通常指劳动者所学非所用，教育与

职业结构不匹配的状态。可以看出，无论是宏观维度还是微观维度，过度教育均是劳动力市场

上教育供给结构与工作技能需求结构没有良好匹配的结构性问题（周敏丹，2021），即在高学历

劳动者供给超过工作岗位对高学历劳动者的需求时，高学历劳动者向下就业，“挤入”中低技能

需求工作岗位的结构性错配现象。

有关过度教育影响效应的研究大多表明，过度教育者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劣势状态，即在

相同教育水平下，过度教育者的教育收益率和工资收入通常低于教育适配者，教育不足者则相

反，其教育收益率和工资收入通常高于教育适配者（吴晓刚和李晓光，2021）。也就是说，过度教

育具有工资惩罚效应，当劳动者获得的教育水平超过工作所需教育水平后，“过犹不及”效应会

扭曲劳动技能的配置结构，抑制劳动生产力的释放，导致劳动者的教育收益率降低（Aina和
Pastore，2020）。除了过度教育的工资效应外，也有部分研究从工作满意度视角关注了过度教育

的非工资效应。如Wan等（2020）的研究指出，过度教育对劳动者的工作满意度具有显著负向影

响，相同教育水平下，过度教育者的工作满意度显著低于教育适配者。李根丽和周泰云（2021）
的研究也发现，过度教育会抑制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降低劳动者的工作满意

度。由此，过度教育作为人力资本偏离帕累托最优状态的一种资源浪费现象，其对劳动者的工

资收入和工作满意度均具有不利影响。

现有研究对过度教育与离职倾向的关系关注较少，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国外且结论存在

分歧。一种观点认为，过度教育者相较教育适配者更倾向于离职。支持该观点的直接文献中，

Hersch（1991）和Robst（1995）均发现，过度教育对劳动者在职求职、离职倾向具有显著正向影

响。即当劳动者从事低于其自身教育水平的工作时，劳动者会感到自身不被重视，或对自身能

力产生怀疑，陷入不满、抑郁等负面情绪，这些负面情绪会促使劳动者产生离职想法，通过离职

来改变现状（Saravanabawan和Uthayatharshika，2014）。有关资质过高与离职倾向关系的相关研

究也为上述观点提供了支持。这些研究大多发现，劳动者拥有的知识、技能与组织需求的匹配

程度决定了劳动者的工作态度和离职倾向。资质过高会弱化劳动者的组织承诺，导致劳动者工

作投入减少，同事关系受损，以及更强调未来抱负，从而资质过高对离职倾向具有显著预测作

用，资质过高程度越大的劳动者越倾向于搜寻发展前景更大的工作岗位（Maynard等，2006）。
但也有少数学者认为，过度教育对劳动者的离职倾向不具有显著影响，如Allen和Van Der
Velden（2001）使用荷兰毕业生的数据研究发现，技能过度显著增加了劳动者在职搜寻的可能

性，但过度教育对劳动者在职搜寻并不产生显著影响。基于中国情境探讨过度教育与离职倾向

关系的文献较少，国外相关研究结论是否适用于中国也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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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假说

1.过度教育对劳动者离职倾向的影响

个人—工作匹配理论认为，个人特质与工作特质的有效匹配会引发劳动者积极的态度和

行为，匹配程度不佳会造成消极后果，从而个人能力与工作需求之间的不匹配（需求—能力错

配）和个人需求与工作供给之间的不匹配（需求—供给错配）都可能诱发离职想法并产生离职

行为（Cable和DeRue，2002）。过度教育作为个人与工作不匹配的典型形式，其既是需求—能力

错配（Luksyte和Spitzmueller，2016），又是需求—供给错配（Abrahamsen，2010），从而与教育适

配状态相比，过度教育状态会正向影响劳动者的离职倾向和离职行为（Harari等，2017）。相对

剥夺理论基于社会比较视角从两个方面阐述了过度教育者的相对剥夺感：一是与公平理论观

点类似，即过度教育者与自身教育水平相同的教育适配者相比处于劣势地位而产生的自身利

益被剥夺的不公平感；二是与期望理论观点类似，即过度教育者对比现有工作与期望工作，发

现价值期待与价值能力不一致时产生的失落挫败感（Schreurs等，2020）。不公平感和失落挫败

感均会引发憎恨、愤怒和不满情绪，诱发离职意向。强调社会交换互惠原则的投资回报理论也

认为，经济利益和社会价值交换是劳动者与企业形成雇佣关系的重要前提。过度教育作为一种

低质量的社会交换结果，既是高成本低收益的经济交换不平衡的外在表现，也是就业愿望未得

到满足的社会交换不平衡的内在反映。这些不平衡均会加剧劳动者的情绪耗竭，增加劳动者离

开组织的倾向。

以上理论均认为，过度教育对劳动者离职倾向具有正向影响。与实证研究结论存在分歧类

似，亦有理论认为，过度教育与离职倾向之间没有显著关系。如人力资本补偿理论认为，过度教

育与其他人力资本，如技能和工作经验具有相互替代和补偿效应。若过度教育者意识到其在其

他人力资本方面存在欠缺和不足，并接受采用过度教育弥补其他人力资本欠缺的事实，则过度

教育不会对离职倾向产生显著影响（Mavromaras等，2013）。工作需求—控制理论也认为，过度

教育可能是劳动者权衡其他工作特征主动选择的结果，如较小的工作压力和工作—家庭冲突

等，从而若工作需求和工作控制共同作用的正向效用大于或平衡过度教育的负向效用时，过度

教育并不会使劳动者产生较高的离职倾向（Black，2012）。
结合中国文化传统和高等教育持续扩张的现实背景，本文倾向于支持第一种观点。一方

面，无论是古代的“学而优则仕”抑或现代的“知识改变命运”，教育功利价值观一直是中国个体

追求高学历和家庭投资教育的逻辑原因和内在动力。过度教育所导致的教育—需求不匹配、相

对剥夺和投资回报不平衡等均可能诱发劳动者的离职意愿，并通过寻找理想工作岗位更有效

率地利用自身教育禀赋。另一方面，在注重人情社会的中国，工作嵌入一直是社会结构等方面

影响个体经济行为的一种重要运作方式。但与相同教育水平的教育适配者相比，过度教育者与

组织或其他成员的匹配程度较差，联系程度较低，在离职时需要做出的牺牲较少，离开组织受

到的牵制也较小（Shin和Kim，2020）。此外，人力资本补偿理论被证明更适用于职业生涯的早

期阶段或短期过度教育现象（McMillen，2007），在控制其他人力资本的情况下，过度教育仍对

离职倾向具有正向影响。一些研究还发现，过度教育并未缓解或平衡工作压力和工作—家庭冲

突等，反而更可能因人力资本利用不足、工作枯燥乏味、自尊心受挫等导致更大的工作压力和

工作—家庭冲突（Konno和Munakata，2014）。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1：与相同教育水平的教育适配劳动者相比，过度教育劳动者的离职倾向更高。

2.过度教育影响劳动者离职倾向的作用机制

与离职行为包括主动离职与被动离职类似，劳动者的离职倾向也包括主动离职倾向和被

动离职倾向两类。主动离职倾向通常与不能满足劳动者工作期望的消极因素有关，如较低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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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满意度，被动离职倾向则与劳动者对工作稳定性的判断有关，如对失去当前工作的担心（姜

泽许，2014）。也就是说，离职倾向既可能是劳动者工作不满意后的心理意向，也可能是劳动者

规避被动失业的心理防御，因而在探讨过度教育对劳动者离职倾向的作用机制时，本文重点探

讨工作满意度和工作安全感的影响。

工作满意度是劳动者在工作中产生某种满意的感受或获得某种程度的满足，其是衡量劳

动者对工作质量主观认同程度的重要指标，能综合反映劳动者的需求满足度及对组织的好感

度。与过度教育影响离职倾向的内在作用机制一致，过度教育作为“不充分就业”的典型表现形

式，也会因个人—工作不匹配、相对剥夺感和社会交换互惠关系不平衡对工作产生不满意感。

首先，劳动者的工作态度受到自身“渴望”与“工作能够满足该渴望”匹配程度的影响（Firfiray和
Mayo，2017；尤亮和霍学喜，2020）。过度教育所导致的个人—工作不匹配既无法使劳动者充分

利用已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产生“人尽其才”的愉悦感和归属感，也难以使劳动者从挑战性工作

中获得激励效用，产生成就感和满足感，这些正向情绪的缺失均会降低劳动者的自我认同感，

导致劳动者对工作产生不满意感。其次，与教育适配者相比，较差的工作岗位、较低的社会地位

以及对有价资源占有较少或不占有状态产生的不公平感，以及与期望工作相比较大的心理落

差均会引发“相对剥夺效应”，降低劳动者的工作满意感。最后，过度教育导致的教育投资与工

作报酬结构之间的不平衡也会激活劳动者的心理压力和负面情绪，降低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

引发劳动者对工作的不满意感。

作为经典离职模型的重要预测变量（Mobley，1977；Steers和Mowday，1981），工作满意度

与离职倾向的密切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心理契约违背。心理契约理论认为，劳动者

与组织除了签订书面合同来明确彼此权利义务关系外，还会“签订”一种无形和非正式的心理

契约。这种心理契约既是经济契约的内部表现形式，也是经济契约约束双方行为的心理作用机

制。劳动者会根据其感知到的心理契约达成情况来判断自身需求满足程度，进而调整自己对组

织的态度和行为（李恺和万芳坤，2019）。一旦劳动者与组织之间的“互惠互利”原则被打破，心

理契约违背产生的不满意感就会降低劳动者对组织的信任感和忠诚度，引发劳动者的离职倾

向以及主动离职行为。二是趋利避害的心理效应。趋利避害是情绪作用于行为的深层次驱动

力。个体对刺激情绪效价加工会出现趋利避害的心理效应，即正性情绪引起趋近反应，负性情

绪引起回避反应（马惠霞等，2016）。工作满意度作为劳动者对工作环境的情绪反应，同样遵循

趋避原则，从而较高的工作满意度会强化劳动者的留职意愿，激励劳动者继续努力获得更高效

用，较低的工作满意度则会强化劳动者的离职倾向，驱使劳动者避开危险或处罚处境（Gan等，

2020；Falatah等，2021）。基于以上分析可推测，过度教育可能通过降低劳动者的工作满意度进

而对离职倾向产生正向影响。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2：过度教育通过降低劳动者的工作满意度进而增加其离职倾向。

工作安全感是劳动者对其未来工作可持续性的心理预期和感知（Pearce，1998）。工作安全

感不足也被称为工作不安全感，指劳动者在受威胁的工作情境下，对于非自愿失去工作的无力

感（Greenhalgh和Rosenblatt，1984）。工作安全感的缺失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已有研

究发现，对有价值工作特征丧失的感知，如人职不匹配引发的资质过高感是劳动者对工作产生

不安全感的重要方面（Peiró等，2012）。过度教育作为资质过高的典型代表，其对劳动者工作安

全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力资本贬值效应。资源保存理论认为，劳动者有努力

获得和维持自身资源的倾向，当劳动者所处的环境使其感知到可能失去某些资源、或已经失去

了某些资源、或获得新的资源比较渺茫时，劳动者就会产生工作不安全感（解飞，2010）。相对于

相同教育水平下的教育适配状态，过度教育就是劳动者人力资本未充分利用，价值创造能力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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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贬值状态的一种表现（罗润东和彭明明，2010）。这种就业状态既难以使劳动者原来所具备的

知识和技能在“干中学”中保值增值，也难以使劳动者在再就业时保持竞争优势，从而与相同教

育水平下的教育适配者相比，过度教育者在面临工作威胁时更可能对工作产生不安全感。二是

负面信号效应。过度教育的信号功能虽然有助于劳动者在竞争相同工作岗位时释放有利信号，

并在求职队列中取得靠前位置（Thurow，1979）。但在相同教育水平下，过度教育者向下就业释

放的则是能力不强的负面信号。且除自愿离职外，过度教育者还拥有更短的工作任期

（Sloane等，1999），更可能因工作态度消极、职业倦怠等遭遇非自愿离职，并在再就业时遭受歧

视（McGuinness和Wooden，2009）。这些不利信号均会导致劳动者怀疑和否定自己，产生强烈的

工作不安全感。

工作安全感作为满足劳动者基本心理需要的一个重要体现，一直是影响劳动者工作态度

和行为的重要因素。已有研究发现，工作不安全感虽然也可能是挑战性压力源，即对失去工作

的担忧与不安可能会激励劳动者努力工作，不断改善态度和行为以实现保留工作的目的，但更

多表现为障碍性压力源，且这种对压力事件的预期给劳动者造成的危害程度，与压力事件真正

发生时一样严重，甚至更为严重（朱朴义和胡蓓，2014）。也就是说，工作不安全感作为一种损耗

性资源，不仅违背了自主、能力和相关性的基本心理需求，也导致了劳动者与组织之间义务—
诱因（基于安全的交换忠诚和承诺等社会情感利益）、投入—结果（努力所得到的回报）等交换

关系的不平衡，减弱了劳动者对支持型工作环境的感受（刘淑桢，2021）。因而当这种不安全感

一旦产生且较难克服时，劳动者的自我保护机制便会做出避免伤害以及不必要损失的规避策

略，触发离职倾向并尽快搜寻替代工作。因此，过度教育可能会通过降低劳动者的工作安全感

进而增加劳动者的离职倾向。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3：过度教育通过降低劳动者的工作

安全感进而增加其离职倾向。

过度教育影响劳动者离职倾向的作用

机制如图1所示。在过度教育影响劳动者离

职倾向基准模型的基础上，本文依次考察

工作满意度和工作安全感的中介作用，以

进一步揭示其内在影响机制。

三、  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年微观调查数据（简称CGSS2015）。
CGSS2015采用四阶段不等概率抽样方式在全国范围内抽取样本，调查范围广、样本代表性强、

信息量大。与其他调查年份不同，CGSS2015除了包括核心模块（A部分）外，还包括国际调查合

作计划（ISSP）的工作模块（D部分），适合于本文的研究设计。本文主要关注过度教育对劳动者

离职倾向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其中过度教育变量、基本人口学变量和工作特征变量来自A部

分，离职倾向及影响机制有关的变量来自D部分。CGSS2015的D部分样本系从A部分样本中抽

取，抽中概率为1/6，进入D部分的样本数量为1 795。根据研究需要，本文进一步对样本进行了

如下处理：（1）删除就业类型为雇主、个体工商户、家庭企业就业、自由职业者和不便分类的其

他就业类型样本；（2）删除正在读书和文盲样本；（3）删除劳动年龄段外的样本；（4）删除存在缺

失值、异常值和前后矛盾的样本。最终，本文获得A部分样本4 674个，D部分样本350个。

离职倾向过度教育

工作满意度

工作安全感
 

图 1    过度教育影响离职倾向的理论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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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离职倾向。CGSS2015中有关离职倾向的题项有两个，本文根据题项“总的来

说，在未来12个月，您会不会试着到其他单位找工作”来测度离职倾向，并将选项非常不可能、

不太可能、有可能和非常可能分别赋值为1—4的整数，数值越大表示劳动者的离职倾向越高。

为保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同时使用题项“为了留在单位，即使其他单位给我比现在高很

多的报酬，我也不会去”来测度离职倾向。

解释变量：过度教育。国际上通常采用工作分析法、经验统计法和自我评估法测度过度教

育。其中，工作分析法需要职业评估专家评定每种职业所需的受教育水平，形成包括任职资格

在内的职业信息评估手册，并通过对比职业评估手册要求的受教育水平与劳动者实际受教育

水平来判断劳动者是否过度教育。该方法最具客观性，但程序复杂、费用高昂，存在职业信息数

据库更新不及时等信息失真和滞后性问题。自我评估法可分为直接自我评估法和间接自我评

估法，直接自我评估法通常由劳动者自我评估是否处于过度教育状态，间接自我评估法主要通

过询问岗位要求的教育水平和自身实际教育水平间接获得。这两种方法都能针对具体职业进

行评估，但都可能因主观性较强而出现测量偏差。经验统计法主要包括标准差法和众数法。其

中，标准差法将职业内部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水平视为岗位要求的教育水平，并将劳动者的受

教育水平加减一个标准差视为教育适配，超过岗位要求教育水平加一个标准差视为过度教育，

低于岗位要求教育水平减一个标准差视为教育不足。众数法根据职业内部劳动者的受教育水

平众数确定岗位要求的教育水平，并将高于、等于和低于岗位要求的教育水平的状态分别界定

为过度教育、教育适配和教育不足。经验统计法在样本量较小时容易出现测量偏误，但使用范

围最广，在大样本下的测度结果也较为准确。鉴于工作分析法在中国并不适用，CGSS2015的
D部分也未提供过度教育主观评价的相关信息，本文选择采用经验统计法来测度过度教育。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主要根据CGSS2015的A部分4 674个样本提供的受教育水平信息，以

及经验统计法中的标准差法来测度过度教育。同时，在稳健性检验中采用众数法下度量的过度

教育作为工具变量对测量误差进行检验。CGSS将职业划分为9个大类和多个子类。本文在剔除

教育水平指标和职业类别指标存在缺失的样本后，最终基于职业分类（ISCO-08）二位编码计

算每种职业所需的受教育年限，进而根据劳动者实际受教育年限与职业所需受教育年限来评

估劳动者是否过度教育（颜敏和王维国，2018）。
中介变量：工作满意度和工作安全感。本文根据CGSS2015受访者对题项“您对您的（主要）

工作是否满意”的回答来构造工作满意度变量。工作安全感的衡量指标选取自题项“您是否担

心有可能失业”。
控制变量。根据已有相关文献，本文从劳动者个体层面、工作层面选取相关特征变量加以

控制（Chowdhury，2015；Hur和Bae，2021）。劳动者个体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受教育年限、工作

年限及其平方、性别、户口、婚姻和健康状况。工作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合同类型和就业机会。

其中，工作年限等于劳动者年龄减去受教育年限再减去入学年龄，对于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劳动

者，取16岁作为其开始工作的年龄。合同类型定义为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并用虚拟变量表示。就

业机会以各省份就业率表示，即各省份调查年份就业人口与总人口的比值（蔡昉，2004；易莹莹

和陆书馨，2022）。本文还进一步控制了地区变量，以排除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劳动者离职倾向

的影响。如前所述，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过度教育，为使模型更加简洁，教育不足虚拟变量在

回归中主要以控制变量形式出现。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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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含义 均值 标准差
离职倾向 离职倾向（1—4） 2.0171 0.7644
过度教育 过度教育（是=1） 0.1714 0.3774
教育不足 教育不足（是=1） 0.0686 0.2531

工作满意度 工作满意度（1—6） 4.7057 0.9044
工作安全感 工作安全感（1—4） 1.7857 0.8713
受教育年限 实际受教育年限（年） 12.1286 3.4180
工作年限 实际工作年限（年） 19.4343 11.6590

工作年限平方 实际工作年限平方/100 5.1323 5.1544
性别 性别（男=1） 0.4971 0.5007
户口 户口（非农户口=1） 0.6000 0.4906

婚姻状况 婚姻状况（在婚=1） 0.7914 0.4069
健康状况 健康状态（1—5） 4.0371 0.8092
合同类型 劳动合同（签订劳动合同=1） 0.5600 0.4971
就业机会 省级就业率（就业人口/总人口） 0.5738 0.0414
东部地区 东部地区（是=1） 0.5000 0.5007
东北地区 东北地区（是=1） 0.1057 0.3079
中部地区 中部地区（是=1） 0.2171 0.4129
西部地区 西部地区（是=1） 0.1772 0.3823

 
 

（三）模型构建

本文在基准模型中重点检验过度教育对劳动者离职倾向的影响。考虑到被解释变量离职

倾向为有序离散数据，且使用的数据为截面数据，在此采用有序Probit模型进行回归估计。模型

形式设定如下：
TI ¤i = ¯0 + ¯1oedui + ¯2X i + "i （1）

TI ¤ Ti oedu
i ¯ " ¯1

模型（1）中， 为劳动者离职倾向 的潜变量， 表示劳动者是否过度教育，X为控制

变量， 表示劳动者个体， 为待估计参数， 表示随机误差项。系数 表示与相同教育水平的教

育适配者相比，过度教育对劳动者离职倾向的影响。

®1 < ®2 < ®3同时，设 ，并定义

Tii =

8>>><>>>:
1; TI ¤i < ®1

2; ®1 6 TI ¤i < ®2

3; ®2 6 TI ¤i < ®3

4; ®3 6 TI ¤i

（2）

®1 ®2 ®3模型（2）中， 、 和 均为切点。若随机误差项与解释变量相互独立，通过构造所有样本

的联合密度函数，即似然函数，进而采用极大似然法可得到变量系数的一致估计。

四、  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通过逐步纳入控制变量的方法分析过度教育对劳动者离职倾向的影响，结果如表2所
示。其中，第（1）列仅纳入过度教育、教育不足以及受教育年限，第（2）列和第（3）列在前一列基

础上依次纳入个体特征变量和地区变量，第（4）列进一步纳入工作特征变量，第（5）列则将过度

教育的参照对象由教育适配替换为非过度教育。

表2第（1）列回归结果显示，过度教育对劳动者的离职倾向具有正向影响，且这种影响在

1%统计水平上显著。依次纳入个体特征变量、地区变量和工作特征变量后，过度教育的系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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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性均未发生较大变化。以非过度教育为参照对象，第（5）列的回归结果显示过度教育显著

正向影响劳动者的离职倾向，系数大小和显著性与第（1）至（4）列基本一致。总体来看，过度教

育对劳动者离职倾向的影响并不随着控制变量的增加而发生较大变化，本文关注的核心解释

变量过度教育的估计系数较为稳健。过度教育对劳动者离职倾向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过度

教育显著增加了劳动者的离职倾向，即与相同教育水平的教育适配者相比，过度教育者具有更

高的离职倾向。据此，研究假说H1得到验证。
 

表 2    过度教育对离职倾向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过度教育
0.5022*** 0.4945*** 0.4900*** 0.4895*** 0.4899***

（0.1786） （0.1747） （0.1797） （0.1832） （0.1831）

教育不足 −0.3056 −0.1418 −0.1510 −0.1774
（0.2710） （0.2923） （0.2922） （0.2891）

受教育年限
−0.0837*** −0.1028*** −0.1045*** −0.0969*** −0.0937***
（0.0195） （0.0282） （0.0283） （0.0292） （0.0286）

工作年限
−0.0572*** −0.0580*** −0.0581*** −0.0592***
（0.0218） （0.0221） （0.0221） （0.0220）

工作年限平方 0.0696 0.0712 0.0695 0.0715
（0.0478） （0.0483） （0.0480） （0.0477）

性别 −0.0915 −0.0917 −0.0839 −0.0871
（0.1197） （0.1201） （0.1205） （0.1206）

户口
−0.4095** −0.4117** −0.3808** −0.3864**
（0.1608） （0.1628） （0.1655） （0.1661）

婚姻状况
−0.3989** −0.3913** −0.3886** −0.3864**
（0.1565） （0.1608） （0.1608） （0.1608）

健康状况 0.0129 0.0133 0.0057 0.0095
（0.0829） （0.0835） （0.0835） （0.0835）

工作特征 No No No Yes Yes
地区特征 No No Yes Yes Yes
样本量 350 350 350 350 350

Pseudo R2 0.0250 0.0965 0.0970 0.0996 0.0990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由于本文的被解释变量离职倾向为四分类变量，表2的估计系数仅反映了过度教育对离职

倾向影响的显著性和方向，而不是边际效应。为此，本文结合各切点估计值，在表2第（4）列回归

结果基础上进一步计算过度教育对离职倾向的边际效应，结果如表3所示。可以看出，相比相同

教育水平的教育适配者，过度教育者离职倾向为“非常不可能”的概率下降12.58%，为“有可能”
和“非常可能”的概率分别上升10.85%和3.53%。过度教育者离职倾向为“不太可能”的概率也呈

现下降趋势，虽然不显著，但并不影响主要结论。
 

表 3    过度教育的边际效应

变量 Ti=1 Ti=2 Ti=3 Ti=4

过度教育
−0.1258*** −0.0180 0.1085*** 0.0353*

（0.0411） （0.0180） （0.0405） （0.0183）
　　注：括号内为Delta-method标准误。
 
 

（二）稳健性检验

本文的研究目的之一在于有效识别过度教育对离职倾向的影响，但由于遗漏变量问题和

测量误差问题，基准回归的系数及其显著性可能因内生性问题而存在偏误。为此，本文从两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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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来克服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一是充分利用数据中的个体特征和工作特征信息以尽可能

减少内生性的发生；二是选取合适的工具变量，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测量误差导致的内生性

问题。

1.控制其他可能影响估计结果的变量

根据前文讨论的人力资本补偿理论和工作需求—控制理论，能力等教育以外的其他人力

资本，以及工作压力、工作—家庭冲突、工资收入等其他工作特征等，都可能影响过度教育对离

职倾向的作用效果，导致估计结果出现偏误。为此，本文进一步控制了能力匹配、工作压力、工

作—家庭冲突和工资收入等变量。其中，能力匹配根据问题“考虑到您的能力和工作状况，您认

为您目前的收入是否合理呢”的回答来界定。具体而言，本文将“合理”和“非常合理”定义为能

力匹配，其他界定为能力不匹配。表4第（1）列回归结果显示，即使控制了上述可能影响估计结

果的变量，过度教育依然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劳动者的离职倾向。
 

表 4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控制其他变量 工具变量法 替换被解释变量 删除异常样本 替换方法

（1） （2） （3） （4） （5） （6）

过度教育
0.4829*** 0.6142** 0.4170* 0.4193** 0.7879**

（0.1826） （0.2479） （0.2289） （0.1953） （0.3262）

众数法测度的过度教育
0.3860***
（0.0441）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350 350 350 339 311 350

Pseudo/Centered R2 0.1000 0.1762 0.0244 0.1164 0.1000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为简化分析，本文
参照已有文献的做法，将离职倾向当作连续值来进行处理，并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弱工具
变量检验报告的Cragg-Donald Wald F统计量为41.490，大于10%显著性水平上的临界值16.38，不可识别
检验的Anderson LM统计量的P值为0.0000，强烈拒绝不可识别的原假设。
 
 

2.利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回归估计

S 1
0 = S ¤0 + e S 1

0 S ¤0
e e S 1

0 S ¤0 cov(S ¤0 ; e) = 0 cov(S 1
0 ; e) 6= 0

S ¤0 S ¤0 S 2
0

S 2
0 = S ¤0 + " S ¤0 S 2

0 e S 1
0 S 2

0

S ¤0 e " S 2
0 S 1

0 S 1
0 S 2

0

S ¤0

尽可能多的控制个体特征和工作特征变量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

性问题，但无法解决测量误差导致的结果偏误。因此，本文借鉴已有研究的处理方法，使用存在

测量误差变量的另一种度量作为现有度量的工具变量来进行回归估计（屈小博和余文智，

2020）。该方法假设测量误差满足经典变量误差（classical errors-in-variables，CEV）设定，且两种

度量的测量误差不相关。具体而言，假设 ，其中， 是过度教育真实值 的第一种

测量值， 为测量误差。若 与 相关，但与 无关，即 且 ，那么在经

典变量误差设定下， 的估计将是有偏的。解决办法是获取 的第二种度量 ，即

。由于影响离职倾向的是 ， 显然与 不相关，此时尽管 和 都错误地度量了

，但其测量误差 和 不相关，因而将 作为 的工具变量满足无关性原则。同时， 和 通

过 相关，也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原则。本文以众数法测度的过度教育作为标准差法测度

的过度教育的工具变量进行回归估计，结果如表4第（3）列所示。可以看出，除了系数大小和显

著性略有变化外，过度教育仍显著正向影响劳动者的离职倾向。

3.其他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进一步从变量、样本和模型等方面对基准回归结果进行稳

健性检验，检验结果分别如表4第（4）至（6）列所示。首先，替换被解释变量。如前文所述，本文根

据问题“为了留在单位，即使其他单位给我比现在高很多的报酬，我也不会去”的回答来重新测

度离职倾向，并将其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估计，结果仍支持本文主要结论。其次，删除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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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考虑到无固定雇主的零工、散工转换工作的频率较高，本文对这一部分样本进行了剔除

并重新进行回归，发现研究结论依然成立。最后，替换模型。本文将有序Probit模型替换为有序

Logit模型重新进行回归估计，结果依然稳健。

五、  进一步分析

（一）影响机制检验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过度教育可能通过降低工作满意度和工作安全感间接影响劳动者

的离职倾向。为考察“过度教育→工作满意度→离职倾向”和“过度教育→工作安全感→离职倾

向”这两个作用机制是否成立，本文运用Baron和Kenny（1986）提出的中介效应模型逐步回归

方法，并借鉴Iacobucci（2012）总结的离散有序因变量中介效应检验步骤，构建下列模型。需要

说明的是，中介效应模型的第一步即为模型（1），第二步和第三步分别如模型（3）和模型（4）
所示。

M i = #0 + #1oedui + #2X i + Ài （3）
TI ¤i = °0 + °1oedui + °2M i + °3X i + ·i （4）

M # ° À ·

oedu ¯1 #1

°2 #1°2 °1

°1

#1 °2

模型（3）至（4）中， 为中介变量工作满意度和工作安全感， 和 为待估计参数， 和 为
随机误差项。在模型（1）中 系数 显著的基础上，若模型（3）中的系数 和模型（4）中的系

数 都显著，且 符号与 一致，表明过度教育能通过中介变量工作满意度和工作满意感影

响劳动者离职倾向。进一步地，若模型（4）中系数 显著，表明中介变量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
若不显著，则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需要说明的是，若模型（3）中的 和模型（4）中的 至少有

一个不显著，则需要采用Sobel检验做进一步判断。
表5为过度教育影响劳动者离职倾向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第（1）列和第（3）列结果显示，

工作满意度和工作安全感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过度教育显著降低了劳动者的工作满意度
和工作安全感。第（2）列和第（4）列结果显示，过度教育对离职倾向仍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
工作满意度和工作安全感对离职倾向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同时还可以看出，分别控制中介
变量工作满意度和工作安全感之后，过度教育系数相比未控制时均有所下降。这表明，工作满
意度和工作安全感在过度教育影响劳动者离职倾向的过程中发挥着中介作用，且为部分中介
作用，即过度教育除了直接影响劳动者的离职倾向外，还会通过降低劳动者的工作满意度和工
作安全感进而对离职倾向产生间接影响。此外，本文还将工作满意度和工作安全感同时纳入基
准回归模型，第（5）列结果显示过度教育、工作满意度和工作安全感系数仍分别显著为正向、负
向和负向，再次证明工作满意度和工作安全感均是过度教育影响离职倾向的作用路径。
 

表 5    机制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工作满意度 离职倾向 工作安全感 离职倾向 离职倾向

（1） （2） （3） （4） （5）

过度教育
−0.3377** 0.4290** −0.4703*** 0.4343** 0.3835**

（0.1634） （0.1877） （0.1719） （0.1865） （0.1903）

工作满意度
−0.2460*** −0.2318***
（0.0807） （0.0824）

工作安全感 −0.1876** −0.1661**

（0.0791） （0.0808）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350 350 350 350 350

Pseudo R2 0.0684 0.1150 0.0664 0.1079 0.1213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工作满意度和工作
安全感的相关系数为0.1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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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使用Bootstrap法重复抽样2000次对中介效应进行稳健性

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结果显示：“过度教育→工作满意度→离职倾向”的间接效应系数为

0.0783，95%的置信区间为[0.0028，0.2244]；“过度教育→工作安全感→离职倾向”的间接效应

系数为0.0781，95%的置信区间为[0.0044，0.2188]；过度教育对离职倾向总的间接影响效应显

著为正，效应值为0.1564，95%置信区间为[0.0367，0.3419]。这些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均不包括

0，再次证实过度教育对离职倾向的影响有一部分是通过影响工作满意度和工作安全感实现

的。由此，研究假说H2和H3均得到验证。具体而言，工作满意度是过度教育增加劳动者离职倾

向的一条关键路径，过度教育者相对教育适配者更可能对工作感到不满，进而产生较高的离职

倾向。工作安全感是过度教育与离职倾向之间的另一条传导机制，相对于相同教育水平下的教

育适配者，过度教育者对工作安全感的缺乏更可能促进其产生离职想法。
 

表 6    Bootstrap法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路径 间接效应值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过度教育→工作满意度→离职倾向 0.0783 0.0028 0.2244
过度教育→工作安全感→离职倾向 0.0781 0.0044 0.2188

总间接效应 0.1564 0.0367 0.3419
　　注：置信区间由误差修正的Bootstrap法估计得出。
 
 

（二）过度教育：绊脚石抑或垫脚石

在职培训是人力资本形成和积累的重要方式，能有效激励劳动者通过留任发挥更大的价

值。已有研究发现，过度教育虽然具有工资惩罚效应，但有助于劳动者获得更多在职培训机会

（Sicherman，1991），促进人力资本增值，即在劳动者职业发展中发挥垫脚石作用。为进一步检

验上述观点是否成立，本文根据题项“过去12个月，您是否在工作单位或者其他地方参加过提

高技能的培训”构造在职培训变量，并将在职培训作为被解释变量，采用Probit模型进行回归分

析。表7第（1）列的估计结果显示，过度教育对在职培训具有负向影响，尽管影响并不显著。与

Mavromaras等（2013）的结论一致，过度教育并未使劳动者获得更多的在职培训机会，甚至还

倾向于降低劳动者的在职培训机会。这一结论表明在相同教育水平下，过度教育并不能增加劳

动者的在职培训机会，未获得有利于职业成长的培训机会可能也是过度教育者离职倾向较高

的原因之一。
 

表 7    过度教育：绊脚石抑或垫脚石

变量
在职培训 外部雇佣机会感知

（1） （2）

过度教育 −0.2263 −0.0736
（0.2103） （0.1680）

控制变量 Yes Yes
样本量 348 345

Pseudo R2 0.1761 0.0774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学术界常将个体感知到可获得的替代性工作机会的多寡定义为外部雇佣机会感知（Wheeler
等，2005）。已有研究发现，离职决策是感知到的工作更换和可取性的函数（March和Simon，
1958）。当劳动者感知到可替代性工作的机会，即外部雇佣机会较少时，离职可能阻碍劳动者的

职业发展，甚至导致其遭遇失业困境；而当劳动者感知到外部雇佣机会较多时，劳动者会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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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职有利于自身职业发展，并积极寻求更好的工作岗位和组织，离职倾向较高。因此，外部雇佣

机会感知可能是过度教育影响劳动者离职倾向的作用机制，即人力资本未充分利用的过度教

育状态会增加劳动者的外部雇佣机会感知，进而影响劳动者的离职倾向。本文以题项“如果您

重新找一份和现在一样或者更好的工作，您认为是容易还是困难？”构建外部雇佣机会感知变

量，回归结果如表7第（2）列所示。可以看出，过度教育对劳动者外部雇佣机会感知具有负向影

响，尽管影响并不显著。这表明，过度教育并未使劳动者感觉到其外部雇佣机会增加，相反，这

些劳动者在寻求替代工作时更可能处于不利地位，或至少不会处于有利地位。综上可知，过度

教育并没有增加劳动者的在职培训机会和外部雇佣机会感知，其在劳动者职业发展中更可能

是绊脚石而不是垫脚石。

六、  主要结论与对策启示

（一）主要结论

作为个人与工作不匹配的典型状态，过度教育对劳动者工资收入和工作满意度具有重要

影响已经基本达成共识，但其与劳动者离职倾向的关系及影响机制目前尚不明确。基于中国综

合社会调查（CGSS）2015年微观调查数据，本文在对过度教育与离职倾向关系进行理论分析的

基础上，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对二者的作用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过度教育显著

增加了劳动者的离职倾向，即在相同教育水平下，过度教育者的离职倾向显著高于教育适配

者。机制检验表明，过度教育会通过降低工作满意度和工作安全感来增加劳动者的离职倾向，

工作满意度和工作安全感是过度教育影响劳动者离职倾向的重要渠道。进一步分析表明，过度

教育未增加劳动者的在职培训机会和外部雇佣机会感知，其在劳动者职业发展中更可能是绊

脚石而不是垫脚石。

（二）理论意义

本文通过分析过度教育对劳动者离职倾向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

过度教育与离职率高涨这两个看似矛盾但并存发生的社会现象，并从过度教育视角为社会各

界全面认识离职倾向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

第一，聚焦于离职倾向，拓展并完善了传统上以工资收入和工作满意度为主导的过度教育

就业效果研究内容和理论范畴。离职倾向是反映劳动者离职行为的重要预测变量，如何降低劳

动者离职倾向产生的可能性，建立长期有效的激励机制对企业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但受数据

限制，已有关于过度教育的研究较少关注其对离职倾向的影响，国内相关研究更为匮乏。本文

基于中国本土数据的研究不仅拓展了过度教育就业效果的研究内容，丰富了过度教育的相关

文献，还通过将既有心理学、组织行为学领域的理论知识融入离职倾向的研究，进一步拓宽了

离职倾向研究的理论范畴。

第二，从多重视角分析了过度教育影响劳动者离职倾向的作用机制，突破了以往研究对过

度教育与离职倾向作用关系的理论解释。通过将离职倾向划分为主动离职倾向和被动离职倾

向，本文发现过度教育不仅通过降低工作满意度影响劳动者的主动离职倾向，还会加剧劳动者

的工作不安全感，促使劳动者产生被动离职倾向。这些结论不仅更好地解释了过度教育增加劳

动者离职倾向的逻辑机制，也从新的视角进一步打开了过度教育作用于离职倾向的“理论黑

箱”，为后续深入研究提供了参考思路。

第三，通过检验过度教育的垫脚石或绊脚石作用，深化了对过度教育与离职倾向作用关系

的理解。过度教育的垫脚石作用抑或绊脚石作用是学界尚存争议的话题，也是指导教育改革的

重要参考依据。本文从在职培训和外部雇佣机会感知层面回答了过度教育更可能具有绊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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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而不是垫脚石作用，再次为过度教育增加离职倾向提供了理论支撑，也为社会各界正确认

知过度教育提供了实证参考。

（三）对策启示

为降低过度教育对劳动者离职倾向的不利影响，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质量，本文从政府、企

业和个人层面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首先，政府应从教育资源配置和就业市场改善入手，多措并举降低过度教育概率。一方面，

在教育扩张和产业政策调整成为必然趋势的时代背景下，政府既要注重教育规模、提高教育质

量，也要结合产业发展的最新需要，有前瞻性地调整教育模式，优化教育结构和专业方向，以最

有效的方式培养国家和企业需要的人才，如近年来正在推进的独立学院与职业院校合并转设

为职业技术大学的办学模式，教育部新增设的一批切合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本科专业，均有助

于提高劳动者教育与就业的匹配概率。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大数据优势搭建就业信息服务平

台，构建统一竞争的就业环境，降低劳动者因信息不对称或劳动力市场分割所导致的人力资本

浪费。

其次，企业应优化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建立全面且完善的激励机制。除了在招聘时全面评

估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以及入职时合理安排工作岗位以减少过度教育的可能性外，企业更

应为劳动者提供培训和干中学的机会，使劳动者即使过度教育也能获得自我提升和职业成长，

并通过职业晋升跳出“过度教育”，实现向上职业流动。同时，在过度教育暂时不可避免的情况

下，为劳动者提供舒适的工作环境和宜人的交流空间，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和人际环境，让劳

动者体验到强烈的社会需求和组织归属感，通过加强劳动者与组织之间的联结提升劳动者的

工作安全感和工作满意度，进而降低离职倾向。

最后，劳动者在择业的过程中，需要对自身教育和能力进行合理的评估，并在工作中不断

提升人力资本价值。为避免陷入过度教育陷阱，劳动者在择业前就应通过互联网和社会网络充

分了解工作岗位的信息和企业动态，清楚认知各岗位的要求、特点和胜任度，在择业时更要全

面评估自身能力和岗位契合度，最大限度地实现人职匹配。同时，在就业形势不佳时努力保持

良好心态，并通过不断学习提升人力资本，持续提高自身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

（四）不足与展望

本文虽然对过度教育与离职倾向的关系和作用机制进行了较为全面细致的研究，但依然

存在一定的局限和不足。首先，囿于数据限制，本文只在截面数据基础上开展研究，得到的结论

可能只反映了过度教育影响离职倾向的静态结果，使用面板数据是否会得到更丰富的研究结

论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其次，由于进入CGSS2015 D模块的样本仅为总样本的1/6，本文的样本

数据较少，研究结果可能存在一定偏差，结论是否具有普适性仍需要通过更大规模的样本数据

来验证。再次，与本文研究相关的开放数据库较少，目前适合本文研究主题的仅有CGSS2015年
的数据，数据相对陈旧，尤其是无法反映近年来爆发的新冠疫情对就业带来的影响。最后，与专

业的离职倾向量表相比，CGSS2015在离职倾向指标设计上存在着一些不足，有待进一步改进

和完善。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围绕过度教育与离职倾向的相关问题设计更为完善的调查问

卷，并采用时间跨度较大的追踪调查来收集大样本数据，进一步对本文研究中所探讨的相关问

题做出更加严格、深入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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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  in  China’s  labor  market.  However,  the  reason  why  these  two  seemingly  contradictory
phenomena coexist has not been systematically studied and answered. This paper selects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overeducation at the same educational level and turnover intention as a predictive variable of
workers’ voluntary turnover behavior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theoretically analyzes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the impact of overeducation on workers’ turnover intention. And on this basis, it applies
the micro survey data of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 in 2015 and ordered Probit model to
systematically study the impact and action mechanism of overeducation on workers’ turnover inten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overeducation significantly strengthens workers’ turnover intention, and this
conclusion still holds even after considering endogenous problems and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The
mechanism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overeducation can enhance workers’ turnover intention by reducing
both job satisfaction and job security.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overeducation does not increase
workers’ on-the-job training opportunities and their perception of external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which is more likely to be a stumbling block rather than a stepping stone in workers’ career
development. This paper deepens and expands the theoretical elaboration mechanism of overeducation
affecting workers’ turnover intention, and provides the thinking direction and empirical evidence for
workers’ employment and enterprises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n the context of borderless career.

The marginal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that: First, it constructs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of the impact of overeducation on turnover intention, and systematically expounds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overeducation affecting turnover intention in theory. Furthermore, it deeply
discusses the intermediary role of job satisfaction and job security in this relation. Second, it uses the
data of China’s labor market to make a localization test on aforementioned relation, which enriches the
literature and empirical evidence in this field. Third, it examines the stumbling block or stepping stone
role of overeducation in the career development of worker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on-the-job training
and extern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perception, opening the “black box”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vereducation and turnover intention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Key words: overeducation; turnover intention; job satisfaction; job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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